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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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其在商业和其他场景的广泛运用给国际法带来了一系列挑

战，而人工智能在技术上的治理需求和主权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意味着国际法规制是人工智能治理必要

和可行的途径。当前，人工智能的国际法规制总体不成熟，尚处于初级阶段，在形式和内容上分别以国

际软法和间接规制为主。数字经济背景下人工智能对国际法的挑战体现了国际法原有规则的滞后性和

国际法规制作为一种国际治理方式的局限性。相应地，以国际法规制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合作

路径应当包括国际法自身的更新及其与其他国际治理方式的协调。对我国而言，在国内层面完善人工

智能规制体系的同时，应当鼓励和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各层面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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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要素为基础的新兴经济形态，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的核心。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发布的《2021年数字

经济报告》指出，数字数据（digital data）的指数增长构成了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兴数字技术

的核心，并已成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资源。
①

在数字经济的三范围模型（three-scope model）中，信息

技术 /信息与通讯技术（IT/ICT）部门是数字经济的核心，与数字服务和平台经济共同构成了数

字经济，而电子商务、精准农业和算法经济等则属于更广义上的数字化经济。
②

本文讨论的数

字经济实质上是广义的“数字驱动的经济”。一方面，数字经济以数据作为一种经济资源，数字

数据被加工利用而产生经济效益；同时通过对数据的处理生成产品，不仅利用数据亦创造数据

作为新的价值。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处于全球语境之中，这是由其利益相关方的多元性和覆盖

范围的广泛性决定的，尤其和跨国互联网巨头业务的全球覆盖有关，正是数据的跨境流动使得

这种全球语境成为现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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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的核心，作为一种计算统计技术有能力从海量数据中找出隐藏的模

式和规律，
①

根据现存数据创造更多的数据信息知识，而更广泛的信息又可反作用于人工智能

的研发与训练。相应的结果是，从来没有一个单一部门能像数字技术这样对整个世界拥有如此

大的权力，可以针对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全部人口，监控当前和预测未来的行为。
②

数字经济

的领跑者正是通过控制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获取经济和战略优势的。
③

例如，国际主流的

AI框架由Google、Meta等科技巨头主导，形成了以Google-TensorFlow和Meta-PyTorch为代表的双

寡头格局。
④

这类巨头通过其服务平台而掌握的全世界用户的数据将加固其领先地位。

人工智能的大规模涌现给国际法带来至少两个新议题：“人工智能中的国际法”与“国际法

中的人工智能”，二者均已引发国际法和其他国际规则方面的讨论。前者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影

响国际法的运行，后者则讨论国际法如何适应人工智能运用愈发广泛的现实，或者说国际法如

何被用以治理人工智能。有关“人工智能中的国际法”之讨论，如利用人工智能的有效算法在国

际商事仲裁中协助任命仲裁员、一定程度上预测裁决结果等，
⑤

尽管这种技术性作用由于仲裁

本质上是由人类仲裁员赋予合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过程而显得十分有限。
⑥

而对于“国际法中的

人工智能”，当前针对国际法下的人工智能治理之讨论主要集中于对人工智能武器的规制。这

些武器在21世纪初期的武装冲突中已有使用，
⑦

而今在俄乌冲突中亦体现于双方对于面部识别

技术和无人机的应用。有关以无人机等“致命自主武器”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在国际法中执

法、平时法与战时法各个领域中的合法性与归责方式均有讨论，
⑧

其中，国际人道法面临的挑

战最为显著。具体而言，从人工智能自动化武器的合法性角度，主要观点认为：其一，人工智能

武器所使用算法的局限，使其在战争中能否遵循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这类难以量化的决定
⑨

受到严重怀疑。其二，人工智能武器可能动摇人类主体可归责性这一现代人道法的核心，
⑩

责

任缺口的存在可能使得此类武器系统免于谴责和追责。
⑪

从国际法对人工智能武器规制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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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现有国际人道法的一般原则不足以规范这类破坏性军事技术，国际规范应当把人的生命价

值放在首位并强调决策过程中的人类因素。
①

各国应当推动起草和制定有关人工智能武器的国

际条约，
②

对致命性自主武器和非致命性自主武器应分别明确加以禁止和限制。
③

此外，当前有

关人工智能对其他国际法特定领域的讨论亦逐渐涌现，如国际海洋法
④

和海商法
⑤

领域，但对于

人工智能有关的一般性国际法问题以及国际经贸领域具体规制的讨论相对不足，
⑥

且并未注重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治理在人工智能治理中作为前置性问题出现这一事实。事实上，人工智能

在国际经济法中面临的规制空缺同样深刻，有国外研究指出：对外国人工智能供应商的区别对

待是否有违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承诺？用以训练人工智能的数据库是否将被视为外国投资？人

工智能的作品是否会在国际知识产权法中受到全球统一的保护？投资人工智能或利用其进行

投资又需要怎样的国际金融规则？这些都是国际经济法需要追问和解决的问题，
⑦

并有研究就

人工智能对WTO法的影响、作为数据治理的人工智能治理，及国际经济法的有限性等议题作

出初步回应。
⑧

同时，国内文献在这些领域尚未提出明确问题或试图给出回复。本文主要以数

字经济为背景，考察当前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的现状、讨论人工智能对于当前国际法的核心挑

战，并提出国际合作与我国参与的应对思路。

二、  人工智能之国际法规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人工智能之国际法规制的必要性

在分析对人工智能治理方式时，有学者选择采用“政策（policy）”一词，并给出两方面原因：

一是其他治理思路的缺陷，如单纯的伦理规范具有概念易变、缺乏强制力等局限性；二是“政

策”治理思路的优势，如蕴含制定新法的空间、强调立法过程中的公共利益考量等。概言之，作

者的讨论不限于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则，但也认可法律的可能性和终局性。
⑨

事实上，在现实

中，国际法对于信息空间的规制一直在跟进。例如，联合国2013年发布的《从国际安全的角度来

看信息和电信领域发展的政府专家组的报告》明确指出，现行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宪章》适

用于各国使用通信技术。
⑩

国际法对人工智能进行治理的必要性首先在于这一技术本身的工具性，这意味着其应用

必然是多领域和全球范围内的，而只有国际准则可以提供统一指引，国际层面的行业规则和软

法的灵活特点则可以发挥先导或补充作用。其次，人工智能技术的多层次性，已经在数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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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层和应用层分别对现有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则造成冲击。例如，仅是在商业领域的广泛应

用就足以放大人工智能的影响，将其全方位地投射到现有国际经贸规则上。故而，在国内法与

道德准则发展的同时，人工智能对现有国际法的冲击无法被忽视，需要对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

有所塑造。数字经济治理的新问题亦是如何治理人工智能创造与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人工智

能由于与数字资源的必然联系无法脱离数字经济的总体治理框架。

（二）人工智能之国际法规制的可行性

2022年1月，Meta宣布已经设计并建造了AI Research SuperCluster−当今运行速度最快的

AI超级计算机之一。
①2022年2月，Google的DeepMind宣布通过教授一种强化学习算法训练了一

个人工智能来控制核聚变。
②

自2018年首次公布自己的人工智能原则之后，Google每年更新其

人工智能原则，包括就人工智能的标准与政策的全球对话总结成果并提出建议。
③

有学者警

告，由于创新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监管过程的惯性，政府在监管竞赛中正在输给技术专家、数据

科学家和机器算法。
④

在科技巨头企业极力推动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广泛商业运用并试图主导行业规则的今天，

为什么我们仍相信国际法在人工智能治理中的核心与根本作用？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可治理性

的根本来源在于主权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身可用于辅助政府公权力行使。

人工智能不仅已经让使用自然语言进行准确和快速的法律研究成为可能，其预测封闭系统中

行为的价值亦可被行政机构合法用以确保发布政策和指导监管的一致性。
⑤

不仅如此，人工智

能还可能成为国际政治角力的工具。在2022年的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声称已关闭了

一个在社交媒体上散布恐慌和炸弹威胁的俄罗斯社交机器人农场。
⑥

另一方面，尽管大型私人

公司具有丰厚的人工智能技术和社会资源，它们仍根本受制于政府管控。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

授Stephen Walt认为“科技巨头不会重塑全球秩序”：数字空间比起必不可少的地缘政治的物理

空间只是可选项，科技巨头无法拥有类似主权的权力或忠诚度，它们在数字世界中的地位会随

着主权在数字世界中行使权力的扩散而削弱。
⑦

三、  人工智能之国际法规制的现状

（一）人工智能之国际法规制总体不成熟

当前，人工智能之国际法规制并不成熟。其一，从人工智能之国际治理的不同规制方式来

看，目前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体系仍以伦理规则为主。在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则确立之前，伦理

准则和共同价值标准可以尽量确保价值导向强烈的技术运行之准确性和客观性。
⑧

全世界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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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层面达成的最广泛的人工智能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于2021年11月通过的《人工

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
①

即是一伦理共识。其二，从人工智能法律规则体系内部的不同层级来

看，部分国家或地区的域内法及其他治理规则发展迅速。其中，欧盟作为一个特殊主体，其人

工智能规则同时包含以人工智能为专题的立法与战略政策及以数据为规制对象的配套规则，

亦提供了一种区域国际法的典范。不过，欧盟法中的人工智能规则的目的更多是促进欧盟作为

市场平台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对于更广泛国际范围内的人工智能规制作用有限。

尽管现有国际法中尚不存在以人工智能为规制对象的多边国际条约，但有关的双边条约

与共识渐次出现。2020年10月，印度外交部表示，印度与日本已确定一项协议，将促进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5G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和网络空间等关键领域在能力建设、研发、安全和弹性方

面的合作；两国外长还宣布日本同意成为由印度提出的印度 -太平洋倡议的主要合作伙伴。
②

2020年8月，新加坡与澳大利亚签署《双边数字经济协议》（ SADEA），同时还签署了一系列谅解

备忘录，其中就包括专门旨在发展和鼓励人工智能最佳实践以及伦理治理框架共享的谅解备

忘录。
③

此外，学界也已出现就人工智能治理的最高约束力与广泛性的国际规则形式−国际

条约−的设想，如Andrey Neznamov和Victor Naumov提出了《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创建和使

用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规则示范公约》，就发展人工智能过程中研发者应秉持的负责态度、合

作发展统一国际规则和建立跨国组织等努力作出指导。
④

（二）人工智能之国际法规制的具体特征

1.形式上以国际软法为主。当前国际法中的人工智能规制主要依托国际软法，具体包括两

种主要形式。第一种是由传统国际法主体参与制定的、不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2019年5月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理事会通过的《人工智能建议书》是第一个政府间的人工智能标

准，为负责任地管理可信赖的人工智能确定了五项原则：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和福祉；以

人为本的价值观和公平；透明度和可解释性；稳健性、安全性和安全性；问责制。
⑤2019年6月，

G20部长级会议表决通过《G20贸易和数字经济部长声明》，
⑥

其中附件部分提出了“G20人工智

能原则”，强调发展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并明确该原则不具有约束力。第二种是以欧盟法为代

表的区域性国际法。其中，有些是直接规则，比如《关于人工智能的统一规则并修正某些联合

立法行为》的提案，
⑦

提出了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风险分级评定制度，以附件形式列举出了属于

人工智能范围内的技术清单，以提供必要的法律确定性。有些是间接规则，比如《通用数据保

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⑧

规定了个人数据自由流动的原则，引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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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8日访问。

②Dipanjan Roy Chaudhury. India, Japan Finalize Pact for Cooperation in 5G, AI,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October 7,

2020,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india-japan-finalise-pact-for-cooperation-in-5g-ai-critical-information

③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of Singapore. The Singapore-Australia Digital Economy Agreement Enters into Force,

https://www.mti.gov.sg/-/media/MTI/Newsroom/Press-Releases/2020/12/Press-Release-on-the-SADEA-Entry-Into-Force_9-Dec.pdf.

④Andrey Neznamov and Victor Naumov. Model Convention on Robot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ward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The Journal of Robot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2, 2019, p. 205.

⑤OECD.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legalinstruments.oecd.org/en/instruments/OECD-

LEGAL-0449，2022年8月8日访问。

⑥G20 Ministerial Statement on Trade and Digital Economy, http://www.g20.utoronto.ca/2019/2019-g20-trade.html，2022年8月

8日访问。

⑦https://eur-lex.europa.eu/resource.html?uri=cellar:e0649735-a372-11eb-9 585-01aa75ed71a1.0001.02/DOC_1&format=PDF.

⑧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6R0679&from=EN.



被遗忘权和数据可携带权，从个人对数据的自决权出发建构个人数据权利体系。
①

2.内容上以间接规制为主。国际法中的人工智能规制规则并非都体现在直接规制规则上，

尽管当前直接规制人工智能的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则相对缺失，但间接规制人工智能的国际

法规则并不稀缺，其中典型的是以数据治理规则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规则。

国际法层面的数字经济规则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纳入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协议

内容，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的第14章“电子商务”；二是专门的数

字贸易协定，如东盟各国于2018年11月签署的《东盟电子商务协定》等。此外，最重要的多边贸

易体制WTO框架下的电子商务谈判于2019年启动，目前仍在进行中，
②

各成员在跨境数据流

动、数据本地化、源代码保护、电子传输免关税永久化等方面分歧较大。
③

在2022年6月举办的第

十二届部长级会议上，各方表示重振《电子商务工作计划》相关工作，并同意将电子传输临时

免征关税延续到下一届部长级会议。
④

在经贸协定和其他与数字经济有关的协定中出现了两处有代表性的关于人工智能的共

识：其一是《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DEPA）第8.2条“人

工智能”，其二是SADEA第31条“人工智能”。二者的结构与内容颇为相似：首先，重申了人工智

能在数字经济中日益广泛的作用；其次，指出有助于实现人工智能的益处的伦理治理框架对于

可信、安全和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性，并强调“鉴于数字经济的跨境性质，双方进

一步认可确保此类框架尽可能与国际接轨的好处”；最后，强调成员方的人工智能的合作和对

国际共识的考量。以DEPA第8.2条为例，其重要性在于，此前国际贸易协定从未涉及与人工智

能这类支撑数字经济之具体技术相关的问题。
⑤

不过，由于本条是以相当软化的语言表达的，
⑥

它并不能被视为对开发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约束性承诺，而是更接近一种宣示工具。

四、  数字经济背景下人工智能对国际法的挑战

人工智能对于当前国际法的挑战有两个层面。从国际法内部来看，直接规制人工智能的有

约束力的国际规则缺位，反映出国际法体系在对人工智能规制上的滞后性，故人工智能带来的

一大挑战是国际法体系如何规制新兴的人工智能。从国际法外部来看，国际法对人工智能的规

制作为国际治理的方式之一亦有局限性，故另一大挑战是国际法体系如何与其他国际治理方

式接轨。

（一）内部挑战：国际法原有规则本身的滞后性

人工智能对于以主权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是全新的规制对象，后者在规制过程中体现出

明显的滞后性，国际法中的国际经贸规则是一个典例。

1.根本原因。排他性主权与统一数字空间之间存在张力。如果说不均衡的人工智能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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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是致使人工智能国际规则缺位的现实原因，那么人工智能技术背后数据的天然流动性特征

同主权治理的排他性特征间的冲突，则决定了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困境的根本悖论−有学者

称之为数据隐私的“巴尔干化 /割据（balkanization）”现象。
①

不平衡的人工智能发展加剧了数字

割据，而数字鸿沟的扩大又加剧了人工智能水平的差异，这和数字经济运行在开源基础上的本

质要求
②

是相悖的。正如UNCTAD在2021年《数字经济报告》所指出的，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技术

竞争，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竞争，可能会导致数字空间的碎片化，出现一种各自为政的数字

经济。
③

数据巴尔干割据现象显然与互联网的开放属性和去中心化特征之间存在张力，这使得

人工智能的统一国际法规则难以实现。

在这一背景下，甚至有学者警示数字殖民主义（digital colonialism）的来临：信息通信技术、

人工智能创新以及在新兴市场快速部署系统和基础设施的能力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尤其

是中国和美国；而技术相对落后国家很容易由于教育和科研水平的鸿沟陷入技术依赖和发展

困顿。
④

我国在这一讨论中也成为被抨击对象，无中生有的观点认为中国正通过技术施加经济

和政治压力，从而对非洲国家施行数字新殖民主义，其中的主要途径即在整个非洲部署人工智

能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
⑤

2.具体表现。以国际经贸规则为例，国际经贸规则规制着全球价值流动的全过程，其本身

是多环节与综合性的；又因为人工智能本身也是多层次的，这使得国际经贸规则成为人工智能

规制面临问题的显著领域之一。人工智能在应用层、数据层和算法层均面临着在国际经贸规则

中定位或规制路径不明的问题。

（1）人工智能在其应用层的产品属性不明。人工智能在应用层的主要体现为人工智能产

品 ， 而 就 人 工 智 能 产 品 是 货 物 还 是 服 务 这 一 问 题 ， 现 有 国 际 贸 易 规 则 并 没 有 予 以 明 确 。

CPTPP在数字产品的定义条款中就通过注释直接回避了数字产品贸易归属于服务贸易还是货

物贸易的争论。
⑥

而且，不仅是广义的数字产品面临这一困境，即使相对成熟领域的产品定位

亦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与产品通常聚合为一体而打包流通。以自动驾

驶系统（Automated Driving Systems, ADSs）为例，它是人工智能应用相对成熟的领域之一，但供

应链上的各个国家尚无法就这种货物和服务的集成体究竟属于二者中哪一类达成共识，而这

将决定WTO法律体系中仅适用于货物贸易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能否适用。
⑦

此外，即使人

工智能产品受到规则保护与规制，其所基于的数据并不一定能享有类似待遇。例如，在数据被

用以训练服务产品的情况下，仅有产品受保护而数据不受保护。只有当数据本身是终端服务产

品且成员在减让表中具体承诺的时候，《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则方可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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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工智能在其数据层的数据法律性质不明。数据可否作为一种投资在国际投资法上并

不清晰，是人工智能在其数据层面临的问题。其一，用以训练人工智能的数据是人工智能在数

据层的核心要素，但能否对将数据投入人工智能训练的过程按照投资加以处理存在疑问。尽管

大多数双边条约在定义“投资”时都采用例如“所有资产”的术语，且就投资定义存在当事人的

意思自治空间，
①

但数据的投入能否作为适格投资仍可能面临与单次商业交易的区分问题，这

一区分的重要性在于不同语境决定了数据流动的不同待遇。其二，数据流动规则由于需要在传

统投资实体待遇的框架下适用，可能受制于后者而遭克减。这一问题在规则上是由自由贸易协

定中的电子商务与投资章节二分造成的。例如，CPTPP仅将跨境数据流动约束力条款纳入电子

商务章节中，而未纳入投资章节中；而根据投资章节的第9.19条，投资者提出仲裁请求只能是

基于东道国对该章A节下的义务、一项投资授权或一项投资协议这三类对象的违反。因此，投

资者无法直接就投资过程中所遭受的数据流动限制向东道国主张权利。不过，由于电子商务章

节的第14.2.5条亦规定了对第9章的合规要求，投资者可以对数据流动的限制构成对投资义务

的违反为由向东道国主张权利。
②

（3）人工智能在其算法层：源代码的规制路径不明。人工智能之算法如何受到保护并适度

开放，是人工智能在算法层面临的问题。人工智能算法的源代码开放本质是一个透明度问题，
③

这种透明度在浅层上意味着人工智能在同人类的交互中对自身身份的披露，在深层次上则意

味着源代码的开放。目前，诸多经贸协定章节对数字产品源代码规制是谨慎限制源代码的披露

情形，将其限缩于商业合同约定或当事国监管要求两类情况。如，CPTPP第14章电子商务之第

14.17条“源代码”、《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第19章数字贸易之第19.16条“源代码”和《美日

数字贸易协定》直接涉及对源代码的强制技术转让之禁止，同时亦保留披露算法的空间。这一

做法的问题在于，经贸协定中的源代码规则仅涉及单一的源代码披露，而未区分对于不同类型

人工智能的不同监管方式：根据“是否以获得人工智能的解释为监管标准”，存在两类对于算法

的监管模式，一是审计源代码的“白盒”方法，二是仅通过接口审计人工智能系统输入和输出的

“黑盒”方法。
④

当前的经贸规则中并没有区分两种模式，仅有的严格的源代码披露规制可能反

而使得更需监管的黑盒人工智能不受有效约束。不过，即使不采取强行代码公开的法律要求，

而是采取表面较为宽松的可解释性合规要求，代码的技术负责人也很难为外行提供自动化应

用决策方式的准确解释，而这种信息与技术的双重优势地位很可能带来监管套利的空间。
⑤

（二）外部挑战：国际法规制作为一种国际治理方式的局限性

1.国际法规则形成的周期较长。国际法的两种主要造法方式和法律渊源是国际条约和国际

习惯，这决定了国际法规则达成所需时间较长，尤其在对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规制上的空缺明

显 。 一 般 来 说 ， 国 际 软 法 是 特 定 领 域 国 际 法 规 范 不 足 的 有 效 补 充 ， 如 国 际 环 境 法 领 域 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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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和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两个软法文件已成为国际

环境法框架形成的两个里程碑。不过，目前国际软法在人工智能规制上亦处于初步阶段，这体

现为相关国际软法不仅数量少，而且总体上并没有提出新概念和新规则，也没有提出规制路线

图，大部分是对伦理规则的整合重述，这方面的国际法规则明显滞后。

2.国际法立法过程的参与主体有限。首先，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参与主体主要是国家，但在

人工智能领域，行业巨头尽管在行业内具有充分的规范引领动机和资源以及相当的话语权，但

其在国际法形成过程中的话语权与其行业地位并不匹配。其次，各国由于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各

异而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在企图引导规范制定的人工智能领先国家的对立面，是陷于数字殖民

主义之虞的发展中国家。有学者警示，由于具有更强技术实力和更大数据掌控规模的国家很可

能在人工智能时代占据主导权，一种新的南北隔阂或将由此产生。
①“全球线下人口是科技帝国

的争议领土，因为谁让他们陷入数字封建主义，谁就能掌握未来的钥匙。”②

五、  以国际法规制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合作路径

国际法对人工智能的规制面临上述内外两方面的挑战。为了应对内部挑战，国际法自身需

要更新。为了应对外部挑战，国家亦应注重在发展初期运用国际法规制之外的方式协调治理。

（一）国际法自身的更新

国际法在人工智能规制中显现的滞后性并不意味着国际法体系不具有更新的能力，人工

智能之全球治理仍需以国际法为中心。

1.传统概念的演进：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到人工智能主权。主权作为国际法的基础概念一

直处于演变之中，互联网时代催生出诸多主权的衍生概念，这是国际法对于网络空间规制的初

步回应，如早在20世纪末就已出现“网络空间主权”概念。
③

近年来，有文献讨论了作为传统威斯

特伐利亚主权概念续集的“信息主权”概念，认为这是“国家对信息保护、管理和共享的权力”，

与传统主权概念类似，亦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
④

有研究进一步将网络主权分层解构为物

理层、逻辑层、内容层三个层面的主权。
⑤

随着数据获取方式的变革，数据在信息形成中的重要

性不断提升，数据主权也更多作为一个新概念被独立提及，它为应对通讯与网络技术发展而产

生，更体现出数据及其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对传统信息通讯工具的变革。
⑥

学界对于数据主

权的定义大抵强调主权国家对于数据的控制，即根据所在民族国家的法律、惯例和习俗等进行

信息管理。
⑦

欧盟则采用了“数字主权”的提法，将之定义为“欧洲在数字世界中独立行动的能

力”，包括促进数字创新的保护机制和进攻工具两方面，并重点关注人工智能问题。
⑧

总体而言，初显混沌的“网络空间”被逐步分解并分别产生相应细化的主权概念，各类衍生

的主权概念同传统主权类似，均强调对国内网络空间和信息资源的独立控制权。最新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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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an-Wei Liu and Ching-Fu L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A Pluralist Agenda.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61(2), 2020, p. 407.

②Renata Avila Pinto. Digital Sovereignty or Digital Colonialism. Sur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Human Rights, 27, 2018, pp. 16-17.

③Tim Wu. Cyberspace Sovereignty? The Interne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10(3),

1997, pp. 647-666.

④刘连泰：《信息技术与主权概念》，《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

⑤刘晗、叶开儒：《网络主权的分层法律形态》，《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⑥孙南翔、张晓君：《论数据主权——基于虚拟空间博弈与合作的考察》，《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2期。

⑦C Matthew Snipp. What Does Data Sovereignty Imply: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n Tahu Kukutai and John Taylor (eds),

Indigenous Data Sovereignty: Toward an Agenda.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9.

⑧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0/651 992/EPRS_BRI(2020)651 992_EN.pdf.



“人工智能主权”概念，对内意味着主权国家对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的立法、司法与行政管辖

权；对外指国家享有自主决定和保护本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与规划而不受其他国家不能干扰

之权利。
①

人工智能主权概念的出现本身值得肯定，因为人工智能对于传统主权概念的影响已

经达到相当程度−人工智能构成了数字经济的基础，有关人工智能的主权问题不仅关涉以

数据安全、规制权等为表现的传统主权，而且渗透到国际活动的各方面，如经贸规则中，从而

与作为国际法律机制基本价值的发展权发生关联。
②

因此，在已有概念演进趋势之启发下可

知，人工智能这一概念亦可继续完善。根据人工智能本身的技术特点，人工智能主权也可以细

化为三个层次：其一，应用层面的人工智能主权，这包括对本国内人工智能使用者的行为进行

规制的主权，由于人工智能本身已在诸多方面得到应用（如电子商务平台、自动化武器等），故

这一层面的主权亦可能涉及国际法的多个领域；其二，数据层面的人工智能主权，这相当于目

前已有的数据主权提法；其三，算法层面的人工智能主权，这可以包括对本国人工智能算法进

行透明度监管以及对人工智能算法开发者的行为进行规制的主权。

尽管主权概念的衍生与类型化彰显了主权范式的演进，根据不同技术的性质对主权概念

进行无限细分本身并不是目的，这不仅无法穷尽更没有必要。传统概念之演进更为重要的意义

在于探究主权的运行模式与人工智能发展模式间的差异与共通之处，寻求人工智能国际法规

制之思路。由上述对主权概念的变迁考察可知，人工智能与传统主权乃至后发的各类衍生主权

概念间的差异在于，虽然人工智能主权概念是最新出现的，但人工智能的综合性决定了人工智

能主权概念在范畴上并非最狭窄的。事实上，它比数据主权内涵更为复杂，因其涉及应用层、

数据层和算法层三个层面的问题，而数据主权仅涉及人工智能在数据层面临的问题。人工智能

主权与其他新兴主权概念的共通之处在于，其“对内”和“对外”的界限愈发模糊。例如，仅在数

据层面，在数据主权讨论中数据本地化和数据流动两类价值并驾齐驱的情况下，主权国家对于

数据的管制权相比于传统主权理念对应的规制权受到弱化。相比之下，人工智能的多层次属性

更会加剧这种复杂性，因其在应用层和算法层分别面临类似的模糊性。故而，发展人工智能主

权的新概念的意义就在于更新传统的主权观念，弱化主权意义上的国家边界，以适应人工智能

的无国界性，为具体国际法规制规则提供理论基础。

2.规则体系的融贯：从现有规则到依托数字经济规则的人工智能规制规则。人工智能的国

际法规制和规则应当同数字经济规则密切关联，其根源在于人工智能治理与数据治理具有密

切关联。其一，数据的存在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人工智能开发主体需要借助数据完成其工

作。《在英国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报告对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关系用一句话对此进行概括：

“数据是为了开发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为了管理数据”。该报告指出，正是数据的快速增长催

生了人工智能，获取大量数据和特定数据是成功训练机器学习算法的关键。
③

在人工智能涉及

三层空间−现实层、数据层和知识层中，数据层是人类复杂现实世界和经过人工建模或机

器学习得到的结构化知识之间的连接层面。其二，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反过来干扰用户的数据

权利。例如，现行法律并未充分考虑人类和机器在记忆与遗忘中的异同，机器与人类不同的遗

忘特性会导致被遗忘权在人工智能领域适用的困境，使得被遗忘权的实施面临技术瓶颈和规

制障碍。
④

数字经济规则可从两方面介入和辅助人工智能的国际法规制。一方面，对人工智能的规制

132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2年第5期

①赵骏、李婉贞：《人工智能对国际法的挑战及其应对》,《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②李蕾：《发展权与主权的互动是实现发展权的基本要求》，《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4期。

③Growing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in the UK, p. 22,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

④翟凯：《论人工智能领域被遗忘权的保护：困局与破壁》，《法学论坛》2021年第5期。



可以部分直接适用现存的数字经济规则。人工智能在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其产业亦有机

会随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完善而得到规范。虽然直接规制人工智能的国际规则十分有限，但国

际社会已表现出对以人工智能为生产力来源之一的数字经济的高度关注（如本文第三部分之

总结所示），这类规则至少为对人工智能在数据层的规制提供了可参照的规则。同时，日渐增

加的国际条约中的人工智能专章或专条预示着人工智能之规制将逐步成为专门领域。另一方

面，数字经济规则对于人工智能规制不仅有规则供给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公共政策意义。尽管

全球数据治理框架的可能性与路径虽然抉择未知，但大型私人公司主导的人工智能发展预示

着私人治理时代的到来，为了维护人工智能领域的公共声音，需要从治理数据之根本入手，而

不只是治理算法输出的结果。
①

例如，就人工智能应用中饱受关注的算法歧视问题而言，人们

企图避免的算法偏差，其实很大程度上源自数据本身的偏差，即用于训练算法的数据已经“嵌

入”了偏差。
②

因此，虽然对于源代码的监管是控制算法影响的直接途径和人工智能规制的必然

环节，但它并不应替代对于数据本身的规制，因为是后者决定了“何种数据应被筛选用于训练

特定种类人工智能”等基本问题。

因此，在具体的国际法层面，一个重要任务便是实现现存国际法规则、数字经济规则和人

工智能规制规则的融合。以前述经贸规则所面临的挑战为例，完成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载体是

数字经济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其一，就应用层的人工智能产品的定性问题而言，在现存经贸

规则中对各类产品的定义是否以及如何可以扩张解释不明确的情形下，可先依现存规则对于

组合型人工智能产品之各部加以分别定性，再进一步探索对人工智能产品特有的规制标准，且

应当确保人工智能产品及其生产所基于的数据受到分别保护。其二，就数据层的数据投资定性

问题，在直接明确数据的投资性质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扩大协调自由贸易协定内部数

据流动规则的适用范围，明确其包含投资章节，从而使得后发的数字经济规则对数据流动价值

的保护发挥实效。其三，就算法层的源代码路径规制问题，则应着重选择依托现存的责任机制

对算法进行治理，回归到对“人”的治理和法律主体的责任。例如，有学者指出，对于金融领域

的算法治理，应当基于当前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的管理者责任模式，亦将算法产生的问题归于个

人责任，从而消除人工智能的黑箱问题。
③

（二）国际法与其他国际治理方式的协调

面对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这一方式本身的缺陷，“超级软法”的生成可以缓解当下人工智

能治理规则缺失的问题，多元主体的治理参与则有助于缓解根本的不平衡发展，二者在发挥治

理作用的同时也均将促进国际法规则的形成。

1.借鉴与吸收“超级软法”。人工智能治理所需要依托的软法不仅限于国际法意义上的软

法，还包括其他主体主导和制定的规范，有学者把这类自律性行业规范文件称为一种“超级软

法（supersoft law）”−它们不具有正式约束力，出现在国际法的空白领域，凭借自身的优点产

生强大的合规吸引力。
④

当前，许多发生在传统的国际立法场域之外的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制定

正在进行中。例如，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于2016年发起的“IEEE关于自治和智能系统

伦理的全球倡议(AI/AS)”，是最全面的人工智能软法倡议，旨在“确保参与自动化和智能系统

设计和开发的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受到教育、培训，并被授权在设计和使用中优先考虑道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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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licia Solow-Niederman. Administe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93, 2020, p. 633.

②Aylin Caliskan, Joanna J. Bryson, and Arvind Narayanan. A Semantics Derived Automatically from Language Corpora Contain

Human-like Biases. Science, 356, 2017, pp. 183-186. abstract=3943389.

③Ross P. Buckley, Dirk A. Zetzsche, Douglas W. Arner and Brian W. Tang. Regul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Finance:

Putting the Human in the Loop. Sydney Law Review, 43, 2021, p. 43.

④Thomas Burri. International Law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60, 2017, p. 106.



素，从而使这些技术为人类的利益而进步”,属于IEEE科技伦理项目的一部分。
①

由人工智能领

域巨头发起的人工智能合作伙伴组织（Partnership on AI, PAI），现在已经扩展到包括各领域公

司、智囊团、人工智能学术组织、专业协会和慈善团体等多类主体。
②

此类“超级软法”对于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的意义在于它们可以暂时填补国际法规则的缺

位。首先，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面临的更大挑战是避免进一步分散的治理措施，致力于实现全球

普遍接受的法律环境。这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抛开传统的主权考虑，转向新的知识概

念。
③

此类“超级软法”的优势首先在于其弱主权化的本质，上述软法由于其本身适用的国际化

（ international in application）之特点将发挥关键作用。
④

这些行业自治规则和政府规制相比具备

更强的时效性、且形式更加灵活，可为强制性的行业规范确立起到先导作用。其次，此类“超级

软法”对于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的意义还在于其能为后者提供可援引的规则。例如，SADEA第

31条“人工智能”就明确在开发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时应考虑国际公认的原则或指导方针。

2.包容多元主体的参与。多元主体的参与意味着主权国家之外的主体应参与人工智能的国

际治理。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要求多极化主体的主导，这既意味着对人工智能技术霸权的防

范，也意味着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中多方参与的治理模式：科技公司等非政府主体的积极参与

将有助于弥合技术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政策制定者应关注如何通过市场和

规范等替代监管模式来过滤公众意见并灌输公共价值观，而不只是试图通过法律直接控制人

工智能的算法技术。
⑤

以对算法的规则设计为例，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应注意避免将思路局限

于以算法作为单一规制对象，而是需要在纵向上推动对数据来源筛选过程的源头监管、在横向

上听取人工智能行业之外的社会公众对于人工智能算法的意见。多元主体的参与还意味着在

人工智能发展不平衡的情形下，政府和行业主导者应当有意识地强调人工智能的普惠性和包

容性，营造全球普适的法律环境。仍以对算法的规则设计为例，创新企业需要仔细、主动地思

考算法设计者可以在智能平台中构建的不同功能。尽管政策制定者和消费者权益倡导者均常

常将透明度和问责制放在首位，但包容性也应是受到关注的设计特征。
⑥

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方式对于国际法规制的启示在于，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体系的形成

过程应当纳入更多主体的考虑，以实现各方的协同共治。这一需求的背后是全球价值链的转

型：全球优化的价值链−当前全球化阶段的一个常见特征−将让位于数字技术与旧的低

成本技术相结合而形成的价值链，允许产品和服务之间的更大整合，并利用独立全球平台发展

商品和服务的交换。
⑦

这时，更多行业主体有资格参与进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的竞争，且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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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流动所受国家边界的限制减少了。目前，除了政府主导的行业规范设计，国际行业协会

和跨国数字巨头公司也是行业规范生成的参与者甚至主导者，诸多主体已经推出了人工智能

伦理倡议。下一步，通常作为国际法造法机关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应当注意到这类来自外部的声

音，积极吸引其他有影响力的个体也积极参与规则形成的过程。如人工智能企业商汤科技与上

海交通大学清源研究院联合发布的《AI可持续发展白皮书》入选联合国“人工智能战略资源指

南”，
①

即为一很好的例证。在非国际法治理方式向国际法体系融入的同时，人工智能的国际法

规制亦有向国际软法方向演化的趋势，两种趋势相向而行，有助于形成以国际法规制为核心

的、更为综合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体系。

六、  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的中国因应和参与

（一）国内层面：完善人工智能规制规则，提高制度确定性

在国内层面的人工智能规制议题中，当务之急是应对人工智能之应用已经造成的问题。为

此，应以完善国内传统部门法和相关制度作为现实突破口。以算法歧视问题为例，其作为算法

权力扩张的副产品，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与自动化决策的发展应用而出现。
②

为应对算法歧

视问题，一方面，现存相关部门法仍是最重要的讨论框架之一。例如，就消费者遭遇算法歧视

的状况，有学者建议可通过对我国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列举的消费者安全权予以扩张

解释，以实现对日益强化的消费者数据权益之保护。
③

另一方面，亦需要对于具有共性的算法

歧视问题进行一般性规制，以弥补部门法经验的局限性。我国网信办于2021年12月发布的《互

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提出对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建立算法

分级分类安全管理制度，就是以算法本身作为切入点进行统一规制，在算法规制语境下明确用

户权益和算法服务者义务，而不再局限于部门法语境。

进一步地，面对人工智能规制的国际话语权竞争，我国国内层面人工智能规制的长久之计

在于建立完善的人工智能国内规制体系。一国提升其在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路径设计中的话

语权有赖于该国自身拥有更多世界顶尖人工智能企业，而稳定的法律环境是促进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的前提。欧盟的做法即是上述这一原理的体现：欧盟的人工智能发展在全球范围中并非

领先−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9年发布的《自人工智能前沿的说明》指出，欧洲在人工智能方

面的早期投资上落后于美国和中国，仅拥有全球10%的数字独角兽。
④

但是，欧盟做法的可取之

处在于其围绕人工智能治理的规则体系深刻体现了规则本身的价值，即为市场中的投资者与

潜在投资者提供制度的确定性以保障和促进产业发展。

具体而言，在人工智能国内规制体系的设计上，我国亦可以欧盟为范本，推动人工智能及

与其相关的数字经济配套规则建设。欧盟的人工智能规制体系有两大特点：一是人工智能直接

规制规则具有伦理色彩。欧盟《关于人工智能的统一规则（人工智能）并修正某些联合立法行

为》正是把颇多伦理要求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具体规范，从而实现对个人权益的强保护。

二是在整体上以数据规制为基础，直接规则与间接规则相结合。除《关于人工智能的统一规则

（人工智能）并修正某些联合立法行为》提案外，欧盟还形成了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据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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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汤科技《A I可持续发展白皮书》入选联合国 “人工智能战略资源指南 ”，2 0 2 1年6月3 0日，商汤新闻中心：

https://www.sensetime.com/cn/news-detail/56 526?categoryId=72，2022年8月8日访问。

②曹博：《算法歧视的类型界分与规制范式重构》，《现代法学》2021年第4期，第115-126页。

③陈兵：《法治经济下规制算法运行面临的挑战与响应》，《学术论坛》2020年第1期，第20页。

④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Notes from the AI Frontier: Tackling Europe’s Gap in Digital and AI, p. 2, https://www.

mckinsey.com.



理法》《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法律体系。相应地，首先，我国应启动以

伦理为基础的专门的人工智能规范构建。我国的人工智能直接规制法律规则尚付阙如，在构建

这一体系的过程中应吸纳基本伦理规范和共识，尤其需靠拢以伦理规范为主要内容的现存专

门的人工智能国际规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即为一例。我国在

政策层面已对人工智能中的伦理问题表示关注，如2021年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

会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确立了人工智能增进人类福祉、促进公平公正、保护隐

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强化责任担当等基本伦理规范。
①

这类政策规范可为人工智能的法律

规制提供素材甚至被吸纳为法律规范。其次，我国应同时完善数据规制规则体系，这是人工智

能治理的基础。我国于近年来通过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初

步勾勒出人工智能规制之配套规则体系的轮廓，但仅主要处理数据安全问题，在内容和数量上

与欧盟尚有差距，应对问题有限。例如，欧盟的《数字市场法》禁止大型平台公司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打压其他竞争企业，而在我国尚无专门针对数字市场中“看门人”大型平台不正当竞争行

为的法律，这一问题只能通过反垄断法律体系处理。此外，我国对于数字经济的专门支持措施

在部分地区逐步开启。例如，《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于2022年6月正式实施，鼓励与支持人

工智能等八大领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新发展，并提出构建数据、算法、算力协同发展的人工

智能产业链。不过，鼓励人工智能研发的政策只是人工智能的治理起点，更重要的是法律规则

的落地，方可为投资者提供制度确定性与投资吸引力。

（二）国际层面：依托国际协定参与治理，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国际对话

首先，我国需密切关注并参与各类数字经济规则的形成。当前，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的突

破口之一在国际经贸规则领域，如CPTPP的各类区域经贸协定为人工智能间接规制提供了讨

论空间，有专门的数字经济协定更明确地把人工智能确定为规制对象与合作领域。2021年，我

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由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发起的全球第一个专门的数字经济制度安排

DEPA，该协定的三个发起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主导者，在协定中较多关注包括人工

智能在内的新兴技术发展，敦促缔约方采用支持可信、安全和负责任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道德

和治理框架。加入这一协定正体现了我国在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中的开放态度。我国在靠拢

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同时，亦须以该类国际规则为指导完善国内层面的人工智能规制规则、在国

内作出相应的立法回应，尤其是在法律层面确立以现存伦理共识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以确保国内人工智能相关立法与规定在国际协定下的合法性与契合性。

其次，我国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类主体应积极参与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人工智能治理规范

之制定，如国际软法、行业规范以及伦理共识等。人工智能国际统一技术标准的诞生无法仅依

靠政府介入而形成，而是更依赖于行业标准的初步建立与行业自我监管。因此，人工智能国际

法规制体系建立的过程不仅需要政府在场，也需要非政府主体的广泛参与。在政府层面，我国

应当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其他指引性、合作性、协商性的规范讨论和形成，积极表达与传

递中国立场。例如，在数据安全议题上，我国继在2020年“抓住数字机遇，共谋合作发展”国际研

讨会高级别会议上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后，又于2022年同中亚五国共同提出《“中国+中亚

五国”数据安全合作倡议》，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我国在数据安全议题上积极营造开放与公平、

公正、非歧视之数字发展环境的一贯立场，与维护全球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供应链开放、安

全、稳定的积极态度，
②

为营造安全稳定的人工智能应用与治理之国际环境作出贡献。而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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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发布”，2021年9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https://www.most.gov.cn/kjbgz/202 109

/t20210926_177063.html，2022年8月8日访问。

②《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文）》，中央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20-09/08/content_5541579.htm，《“中国+中

亚五国”数据安全合作倡议》，2022年8月8日访问。



政府层面，我国则应支持国内的企业与行业组织、科研机构和人员等主体积极参与国际层面的

讨论，促进非政府层面交流机制的形成。

International Law Regul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Shen Wei,  Zhao Erya
( Koguan School of Law,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

Summa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he cor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t is extensively applied

in commercial and other settings, which has resulted in a series of challenges to international law.

The governance nee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echnology and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sovereign states denote international law regulation as a necessary and feasible approach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At  present,  the  international  law  regul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generally immature and still in the primary stage, with its form and content respectively dominated

by soft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direct regulation. The challenge brough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conomy is  reflected  both  in  the  obsolescence  of  the

current rules with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limi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regulation as a way

of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The  reason  for  the  former  lies  in  the  tension  between  exclusive

sovereignty  and unified  digital  space,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as the specific problems fac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its application layer, data

layer and algorithm layer, including the unknown categoriz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the ambiguous legal nature of data, and the unclear regulatory approach of source code. The latter

is due to the long period through which 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re formed, as well as the

limited  participants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rrespondingly,  the  global

coop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centered  around  international  law  regulation

should  include  both  the  updat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itself  and  its  coordination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methods.  The former indicates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a  series  of  evolution  from  Westphalian  sovereignty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vereignty, as well as the coh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which refers to

the  transition  from  existing  rule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ules  based  on  the  rules  of  digital

economy. The latter not only requires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govern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refer to and incorporate “super soft law”, but also requires the inclus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govern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for China,  at  the domestic level,  it

needs to improve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gulation system and enhance institutional stability;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t needs to participate in governance through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nd

encourage  multiple  stakeholders  to  participate  in  discussions  ove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t all levels.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ational law; China’s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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